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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乡村演剧的生成机制与新政权应对(1946—1953)
——以浙东地区为中心

李 乐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 要】传统乡村演剧之所以绵延不绝，具有持久的韧性，主要是因为它在乡村社会拥有稳固的生成机制。虽然演

剧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被需要和需要关系，是这种生成机制的一个重要层面，但其更值得注意的一个层面却是，围绕乡村

演剧形成的关联网以及乡村“精英”在这一网络中的权力竞逐。某种程度上，正是乡村“精英”在演剧“文化网络”中的权

力竞逐推动了传统乡村演剧的持续生成。传统乡村演剧给新旧政权都带来了挑战。国民党旧政权在应对这一挑战方面

总体是失败的，因为传统乡村演剧得以生成的机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触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通过发展农村剧

团并在其形成的关联网中不断添加规范和政治元素，更新了乡村演剧的生成机制，从而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使乡村演剧与

新社会相适应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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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ason why the traditional rural drama performance was continuous and had lasting

toughness was mainly that it had a stable generating mechanism in the rural society. Although the being need-

ed and nee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drama and rural society wa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is generation

mechanism, the more important aspect was the network formed around rural drama and the power competi-

tion of rural "elites" in this network. To some extent, it was the power competition of rural "elites" in the dra-

ma "cultural network" that promoted the continuous generation of traditional rural drama performance. The

traditional rural drama had brought challenges to the new and old regimes. The old regime led by the Chi-

nese Kuomintang generally failed to meet this challenge, because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raditional

village plays were produced were not fundamentally touched. The new regime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pdated the generating mechanism of rural drama by developing rural drama troupes and adding

norms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network formed around the rural drama troupes, and partly achieved

the purpose of adapting rural drama to the new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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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剧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重要的公共活动，因而受到近现代一些致力于改造农村基层的社会政治

力量的重视。在这些社会政治力量当中，中国共产党借助乡村演剧取得的社会改造成效尤为显著。关

于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戏剧工作，学术界已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着重探讨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新政权对旧艺人、旧戏剧内容和形式、旧演剧组织的改造等问题①。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关注的正是历

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所推行的“三改”举措（即改人、改戏和改制），也就是说，研究者的视野与

历史上戏剧改革推行者的思路存在一致之处，这便将乡村戏剧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传统乡村

演剧生成机制的更新，放到了研究视野之外。而实际上，新政权采取的许多改革举措都是指向传统乡村

演剧生成机制的。因此，仍有必要从传统乡村演剧生成机制的角度重新理解新政权采取的举措及其成

效。基于此，本文拟以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浙东地区为中心②，剖析传统乡村演剧的生成机制，比较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新政权与国民党旧政权应对传统乡村演剧的异同，阐释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演剧领域取得显

著成效的根本原因。

一、传统乡村演剧的生成机制

考察传统乡村演剧的生成机制，并不是要讨论乡村演剧起源于何种社会活动及其如何发生，而是要

探究它如何在传统乡村社会持续不断地形成。在这种意义上，本文所谓生成机制指的是推动演剧活动

形成的诸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

（一）传统乡村演剧生成机制的两个层面

按照由表及里的逻辑线索，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传统乡村演剧的生成机制。其一，从演剧与乡村

社会的关系看，演剧活动具有某些特定的社会功能，这些功能能够满足乡村民众某些特定的需要，因此，

便可以将演剧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这种被需要和需要的关系，视为传统乡村演剧生成机制的一个重要层

面。韩晓莉从清末民国年间太原地区的乡村演剧活动当中看到，演剧具有“敬神、娱人、教化社会等诸多

功能”，“大多数时候，演剧是乡村迎神赛社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此外，“演剧虽然最初是为了礼悦神

明而发明，但随着活动的世俗化，其娱乐对象已经发生了由神向人的转变”③。王加华也指出，在近代江

南乡村，“戏剧演出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感官与精神需求”，政府所称的“淫戏”之所以“虽禁不绝”，主要是

因为这类演剧活动“满足了普通老百姓的娱乐需求”④。可见，乡村民众在敬神、娱人等方面的需要，是作

为演剧活动的生成机制而存在的。而作为传统乡村演剧生成机制的一个层面，演剧与乡村社会之间的

①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韩晓莉，行龙：《战争话语下的草根文化——论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近代

史研究》2006年第6期；韩晓莉：《抗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与社会改造》，《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3期；汪湛穹：

《乡村传统戏剧的时代呈现——基于浙东抗日根据地“的笃戏”改造的考察》，《中国农史》2020年第6期。

②在本文中，“新中国成立前后”指的是1946年至1953年。抗战时期浙东地区大部分沦陷，抗战胜利后这一地区处

于国民政府的统治下，直到解放。从1946年至1949年国民党旧政权统治下的浙东地区，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传

统乡村演剧的生成机制及国民党旧政权的应对举措，而从1949年至1953年共产党新政权治理下的浙东地区，也

可以清晰地看到新中国乡村戏剧政策在农村基层的实践及其结果。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初的四五年间正是新中

国乡村戏剧政策和实践的第一阶段，之后发生了变化，关于这种变化当另文讨论。

③韩晓莉：《社会变动下的乡村传统——〈退想斋日记〉所见清末民国年间太原地区的乡村演剧》，《史学月刊》2012

年第4期。

④王加华：《社会节奏与自然节律的契合——近代江南地区的农事活动与乡村娱乐》，《史学月刊》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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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被需要和需要关系，显而易见，并且在前人的论著当中也多有涉及，因此，这里不再赘述。

其二，从演剧活动组织者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看，演剧活动的组织者通过组织演剧，可以在乡村社会

获取权力并展现权力，他们与乡村社会的这种权力关系便是传统乡村演剧生成机制的另一个重要层

面。在传统乡村社会，演剧活动的组织者，主要是所谓的乡村“精英”①。例如，在浙江象山海墩村，“村内

龙山庙和贺氏家庙，每年演戏二次，即正月戏和八月戏。正月戏在龙山庙演三天，贺氏家庙演二天。

……至于订戏、演戏值班、供神等事项皆由当年轮到的柱首负责”②。这里的“柱首”就是在演剧活动中从

事组织工作的村庄“精英”人物。在传统乡村社会，演剧活动的持续生成与“精英”群体对权力的追求直

接相关。韩晓莉在看到第一个层面的传统乡村演剧生成机制的同时，也注意到了第二个层面。她认为，

“对乡村领袖和地方精英来说，他们通过组织演剧构建地方团结和秩序，彰显个人权威，实现对乡村事务

的控制，甚至从中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③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韩晓莉虽然触及了传统乡村演剧生成机

制的权力关系层面，但并未就此深入展开论述，因而，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二）传统乡村演剧生成机制中的两种权力关系

本文所谓的“权力”，就是杜赞奇所说的“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

它是“各种无形的社会关系的合成”“权力的各种因素（亦可称为关系）存在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甚至

亲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之中”④。按照杜赞奇的观点，这种权力关系也可称之为“权力的文化

网络”。“这一文化网络包括不断互相交错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和非正式相互

关联网（networks of informal relations）。诸如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诸如庇护人与

被庇护者、亲戚朋友间的互相关联，构成了施展权力和权威的基础。”⑤很明显，在杜赞奇看来，权力关系

或权力的文化网络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是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间形成的“非正式互相关联

网”；二是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交错影响形成的关联网。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

是非正式、无组织的权力关系，后者是依靠正式组织形成的权力关系。与杜赞奇对权力的文化网络或权

力关系的划分相对应，传统乡村演剧场域的权力关系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存在于乡邻关联网当中的演剧权力关系。乡邻关系类似于杜赞奇所说的“亲戚朋友

间”的关系，具有非正式和非组织性。由于缺乏组织的催生，乡邻关联网之中的权力因素相对微小。同

时，从乡村“精英”追求权力的动机来看，乡邻关联网中的许多演剧权力关系具有一定的物质利益性。在

这些权力关系中，乡村“精英”对物质利益抱有较强的企图心。如报载，“鄞西各乡，自入夏迄今，家畜不

宁，尤以牛猪等死亡过多，农民损失惨重，近有丰成乡经堂庵农民王某，及布政乡民人李某等，竟借牛瘟

为名，连日雇班演戏，美其名为‘牛王戏’，一面则大兴蓬头，公然摆设赌台，从中渔利……”⑥；“奉化松岙

地方，有居民卓阿毛者，于本月二日，纠聚赌徒十余人，雇演的笃戏于本村卓家祠堂，另设赌台抽头，一时

远近农民，趋之若鹜，卓家祠内人山人海……”⑦当然，乡邻关联网中的演剧权力关系并不都是物质利益

①本文所谓的乡村“精英”指的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首要特征是在地方发挥着实际的支配作用”，“他们不再是

道德的化身，其中甚至不乏劣化者”。（见郭金华、林海、孙立平：《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皇权》，李培林、孙立平、王铭铭

等：《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社会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8页；狄金华、钟涨宝：《从主体到规则

的转向——中国传统农村的基层治理研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5期）

②《海墩村志》，海墩村志编纂领导小组1998年编印，第220页。

③韩晓莉：《社会变动下的乡村传统——〈退想斋日记〉所见清末民国年间太原地区的乡村演剧》，《史学月刊》2012

年第4期。

④［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5页。

⑤［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5页。

⑥《鄞西畜瘟演牛王戏》，《时事公报》1947年8月20日。

⑦《奉松岙演的笃戏，看楼折栏肇惨剧》，《宁波日报》1948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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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对某些乡村“精英”来说，“提高社会地位、威望、荣耀”，即获取社会权力，是其组织发起乡村演剧活

动的主要动因。如，明代宁波巨族杨氏一门七人位列高官，该门每逢做寿，都请戏班演戏，长达一月之

久，从栎社到西杨河十里河面，停满去杨府祝寿看戏的船只①。又如，民国年间，宁波鄞南东林寺吕起炯

为其先人做坟，便有送演堂戏一事②。

第二种类型是存在于宗教组织所形成的关联网当中的演剧权力关系。在传统乡村的宗教性演剧活

动当中，不仅宗教组织催生出丰富的权力因素，而且，“扎根于这些组织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

规范”③，也使得其中的权力更具权威性。如此，传统乡村的宗教演剧就成为权力关系生成的重要场域。

民末浙东地区报纸对宗教演剧活动有许多记载，如，“鄞西后塘乡朱将军庙，于四五两日演社戏……”④；

“奉化南山庙，为庆贺神像诞辰在庙中戏台演唱串客，一时远近乡村妇孺，均趋之若鹜，挤得庙内水泄不

通，万头攒动，人潮拥簇……”⑤；“镇海梅山里岙第四保巉头庙，于前日雇班演戏，一时轰动全乡，均纷纷

前往观剧……”⑥这些材料说明，即使到民末，浙东乡村的宗教演剧活动仍十分频繁。可以肯定的是，这

些材料所记述的宗教演剧活动都是在乡村“精英”的主持下进行的，但由于记载比较简略，其间很难看到

他们的清晰身影。好在，另有两则材料比较具体地呈现了当时乡村“精英”在宗教演剧领域的活动情

况。第一则材料：“鄞西丰成乡丰惠庙，每年旧历二月间，向例有庙会之举，前昨二日，该乡及时演戏，不

料来有黄古林警士三人，责备该庙灯会负责人杨某，以在动员戡乱期间，不宜演戏，杨某自知理亏，即以

酒饭款待，讵该警士离去时，竟向杨某索诈一百万元，事后该处地方人士徐某等已向警察机构予以检举

云。”⑦很明显，这则材料中的“杨某”便属于乡村“精英”群体。第二则材料讲的是镇海县霞浦镇杨亭庙，

在该庙雇班演戏，警察知晓后前往制止，霞浦镇副镇长张厚德出面声称，“本人系该庙首事，如有一切情

事，可由彼个人负责”⑧。在这则材料中，张厚德的身份颇有意味，他既属于当时国家政权机构的成员，又

是从“文化网络”中走出来的乡村“精英”。由此可见，尽管已到民末，乡村“精英”在宗教演剧场域仍十分

珍惜并顽强坚守着自己的角色。这说明他们将这一领域视为“地方社会中领导权具有合法性的表现场

所”⑨，并且相信唯有坚守，才能再生产自己在乡村社会的身份、地位和领导权威。由于在这类演剧活动

中乡村“精英”获取权力依靠的是宗教组织及攀附于其上的象征和规范，所以，他们获得的权力具有组织

化的特点，并且获得的权力也比较大。进而，还需指出的是，宗教演剧所形成的权力关系具有荣誉性质，

在这类权力关系中，乡村“精英”对权力的追求主要“是出于提高社会地位、威望、荣耀并向大众负责的考

虑，而并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⑩。

综上，无论乡村“精英”对权力的追求是纯粹出于社会地位、威望、荣耀和责任的考虑，还是带有物质

利益的考量，他们在传统乡村社会获取并展现其权力的意愿和行动，最终都推动了演剧活动的持续生

成。实际上，乡村“精英”在“文化网络”中对权力的追求、获取和展现，就是演剧活动得以生成的重要机

制。这种生成机制在传统乡村社会根深蒂固，因而演剧活动在传统乡村社会中也就具有持久的韧性，延

绵不绝。

①《中国戏曲志（浙江卷）》，中国ISBN中心，1997年，第644页。

②《迎神演戏一律禁绝，绝无彼此厚薄之分，鄞南警所来函辩正》，《宁波日报》1948年4月24日。

③［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5页。

④《鄞西朱将军庙演社戏肇祸》，《宁波日报》1946年11月7日。

⑤《奉南山庙演戏坍台，一小孩被压受重伤》，《宁波日报》1947年11月30日。

⑥《戏子演剧卖力，觔斗翻到台下》，《宁波日报》1948年10月26日。

⑦《禁止演戏 乘机索诈》，《宁波日报》1948年3月27日。

⑧《警队长劝阻演戏，副乡长集众反抗》，《时事公报》1948年6月5日。

⑨［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5页。

⑩［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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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旧政权的应对和新政权的初步反应

作为传统乡村的重要公共活动，演剧意味着人群的聚集、观念的散播、人力和财物的消耗等。在政

府眼中，人群聚集可能带来治安上的风险，观念散播可能带来意识形态上的风险，而人力和财物的消耗

则可能带来基层社会抵御灾害能力降低的风险。加上传统乡村演剧层出不穷，所以，它便被历代政府视

为具有一定危害性的活动，并因此成为历代政府不得不应对的事务。

（一）旧政权的应对举措及其成效

国民党旧政权对传统乡村演剧的应对策略较为简单，主要是压制，其对乡村演剧采取压制政策的理

由包括劳民伤财、有伤风化、妨害治安等。例如，“象山县政府，以各地雇班演剧，非惟耗财旷时，且有碍

地方治安，在此清乡时期，尤能使不肖之徒，混迹其间，昨特出示严厉禁止全县高台演戏云。”①又如，“鄞

南区署，因鉴于境内好事之徒，时有雇班演戏之举，劳民伤财，非特妨害治安，抑且违背节约宗旨，特代电

各乡公所及警察所，即日查禁，如仍有故违者，当将首事人员报县惩处。”②实际上，这种禁戏令不仅民国

时期有，历史上也很常见，如，清康熙初浙江巡抚赵士麟便出有禁演戏示③，清光绪年间宁绍台道也曾颁

布《整顿风俗示》，其内容主要就是禁戏和禁赌④。从清代到民国，传统乡村演剧屡禁不止，正说明这些禁

戏举措的成效不彰。

尽管民国时期的禁戏令前代就有，但在禁戏行动上民国政府也有不同于前代的地方，这种差异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随着国家政权的下沉，民国政府在基层创设的警察机构使地方政府的禁戏力量

得以增强。1947年6月25日的宁波《时事公报》载：“鄞县警察局，昨日下午举行局务会议，出席各科处

所队长，决议事项：一、各所队应加派队警昼夜加紧巡逻。二、地方不靖，各乡演戏，应绝对严禁，以防奸

邪趁机活动……”⑤可见，禁戏是基层警察工作当中的重要事项。其二，民国政府给演剧贴上“迷信”标

签，试图破坏传统乡村演剧“文化网络”中的象征。如，1931年颁行的《浙江省审查民众娱乐暂行规程》

规定，“提倡迷信”的戏剧应予纠正或禁止⑥。又如，1947年《宁波晨报》载，鄞县“高嘉乡宋诏桥地方挡皇

庙，定于农历二月二十五日定班演剧酬神，县警察局闻讯后，即分令鄞东鄞西二警察所以演剧酬神，迹近

迷信，……应予严厉禁止，以利防务云”⑦。到民国，基层警察机构成为禁戏的重要力量，“迷信”成为禁戏

的理由，这些都是前代所未曾见的。

在压制传统乡村演剧活动的过程中，民国政府运用了基层警察机构和“迷信”话语这两种具有现代

性色彩的新工具，但其成效却仍然有限。第一，尽管基层警察机构的创设使旧政权的禁戏力量得以增

强，但这种力量并不足以有效抑制传统乡村演剧活动。1948年2月25日《宁波日报》记载的一件事可以

作为例证：“鄞东韩水乡下水地方，于本月二十一日有该地乡民在庙内雇班演戏，观剧人山人海，附近赌

徒趁机大兴蓬头，时有东钱警察所见习巡官蒋友崐，率警长李宙、警士郭顺风等十名前往捉赌，致与乡民

发生冲突，赌徒等仗人势众多拒捕，初则各用木棍板凳当作武器，当有警士章涛、蒋德云两名被殴受伤，

蒋巡官见状，即鸣枪自卫，冲出重围，当时乡民纷纷至家中取得猎枪多支，向警开枪，双方互击多时，一时

枪弹四飞，有乡民一人中流弹受伤，该警等恐事态扩大，当退回东钱警所，本案现由方所长呈鄞警局核辨

①《象山清乡禁止演戏》，《时事公报》1946年9月30日。

②《鄞南区署查禁演戏》，《宁波日报》1948年7月27日。

③《清康熙初浙江巡抚赵士麟禁演戏示》，《中国戏曲志（浙江卷）》，中国ISBN中心，1997年，第862页。

④《整顿风俗示》，赵维国：《教化与惩戒：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禁毁问题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18页。

⑤《鄞县警区一部调整，地方不靖严禁演戏》，《时事公报》1947年6月25日。

⑥《浙江省审查民众娱乐暂行规程》，《中国戏曲志（浙江卷）》，中国ISBN中心，1997年，第863页。

⑦《高嘉乡宋诏桥演剧酬神，警局令饬禁止》，《宁波晨报》1947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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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①这虽属个案，但可以确定的是，基层警察机构试图凭借强制力达到触动传统乡村演剧生成机制从

而抑制演剧活动的目的难免要落空，因为基层警察机构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力不仅有限，而且不够系统。

第二，尽管“迷信”话语对传统乡村演剧“文化网络”中的象征有所触动，但却未能动摇传统乡村演剧生成

机制的根本，也就是说，没有触动传统乡村演剧得以生成的组织机制，因而同样难以有效抑制演剧活

动。正是由于这两点，乡村传统演剧活动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初仍颇为活跃。

（二）初步反应：新政权的禁戏举措

新中国成立之后，传统乡村演剧的生成机制依旧存在，因此，传统演剧活动也仍然在持续。例如，

1950年春花收割后，“余姚的朝界、周朝、天潭等地的一帮地痞先后接洽了走乡的绍兴戏班，进行做

戏”②。又如，1950年，“自早稻收割，秋田益出以后，农村中的生产工作较闲。鄞县各地农村普遍发现做

戏、放焰口等严重的浪费情形。八月中旬开始，横溪区丰南乡在杨山、乌岩、大岙三村共演戏十天，亭溪

乡朱家、上山坑演四天，鹿山乡在宅前村、新头家、柯家放三天焰口做三天戏，永和乡景江岸做戏一次，鄞

江区章远乡上半夜放焰口，下半夜做戏共搞了八天，姜山区华山乡郑家庄、任家横也放了焰口。类似情

况各地不断的在发生，浪费很大。鹿山乡各村放焰口做戏都是由一班当地流氓及落后村干所发起的。

目的是图热闹、出风头，而且从中可以捞些油水花花。”③在新中国成立初的两三年间，尽管与传统演剧密

切相关的宗教组织受到很大冲击，但传统演剧的“文化网络”并未彻底消亡，仍旧是乡村“精英”图热闹、

出风头，竞逐权力的场域。在当时的乡村演剧中，“流氓地痞”一如既往充当着重要角色，值得注意的是，

新政权下还未受到良好政治教育和训练的“落后村干”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

面对传统演剧在乡村社会的延续，新政权最初的反应与旧政权存在某些类似之处。首先，新政权也

出台了一些限制令。1950年7月，中央政府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提出，对“宣扬麻醉与恐吓人民的封

建奴隶道德与迷信”“宣扬淫毒奸杀”的节目，对“丑化和侮辱劳动人民的语言和动作”，应加以修改，其

中，“少数最严重者得加以停演”④。中央政府的政策在地方得到了贯彻落实。宁波专署文教科、宁波市

人民政府文教局联合发出通知，要求：“一、以后凡下乡的戏班子，均应执有市文教局和省立宁波人民文

化馆的介绍信，与县、区、乡的行政机关接洽后才能演出。……三、每个下乡的戏班子，所演出的节目，应

经过剧人自己的组织——戏剧研究会审核或修改后才能演出……”⑤奉化县公安局也制定了演戏规则，

内容包括：“一、在本县境内出演之戏剧团，未经本局审查登记合格者，一律禁止出演。二、已登记审查合

格之剧团，在本县境内出演时，事先需将出演内容，送由本县文化馆审查，本局备案。禁止淫秽戏剧之出

演……”⑥其次，新政权也曾使用“迷信”话语试图对乡村演剧“文化网络”中的传统象征加以破除。例如,

1950年宁波专署文教科、宁波市人民政府文教局联合发出的通知说：“查宁波市有少数越剧旧戏班子，

趁此农忙季节，私自组织戏班子，不呈报公安、文教机关，在县与县的交界处，迎合少数落后的靠吃迷信

饭的人（抽头、聚赌、替菩萨做生日），借口调剂农民文娱生活，在庙内演起封建、神怪、色情的戏来。此种

行动，殊有未妥。”⑦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新中国成立初新政权采取的禁戏举措与旧政权存在相似之处，但两者的效果却

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共产党长期扎根农村，具有丰富的农民工作经验和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因而其领

①《鄞东下水演戏肇祸，警察捉赌发生格斗》，《宁波日报》1948年2月25日。

②《生产节约顶要紧，农忙时节勿演戏》，《甬江日报》1950年6月14日。

③《鄞县各地农村中放焰、做戏浪费极大》，《宁波时报》1950年9月1日。

④《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对戏曲节目审定标准的意见（1950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

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93页。

⑤《戏班子下乡演出须有市文教局介绍信，所演节目应经戏剧研究会审核》，《宁波时报》1950年7月29日。

⑥《奉化公安局订定演戏规则》，《宁波时报》1950年10月18日。

⑦《戏班子下乡演出须有市文教局介绍信，所演节目应经戏剧研究会审核》，《宁波时报》1950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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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新政权在乡村戏剧领域采取的行动强而有力。例如，1950年鄞县俞家埭群众在看《变磨豆腐》《八

百铜钱买老婆》等剧目时，在场的农村工作队队员上台借此教育观众，“一面指出花了钱看坏戏对思想有

害；一方面揭发迷信，号召大家节约，结果群众当场走散大半”①。又如，1950年9月上旬，慈溪县鸣鹤区

有干部在出面制止乡村演剧活动时说：“去年遭受水患，上半年在春荒、夏荒中，农民生活和生产资本是

困难的。因此今后应生产节约，丰收不忘荒年苦。”许多农民由此认识到演剧的害处，某戏班的管班人陈

文高也“自发回家安心生产”②。

由此可见，新政权对传统乡村演剧活动采取的禁戏举措是富有成效的，同时，这些举措对传统乡村

演剧的生成机制也产生了触动。不过，新政权对乡村传统演剧活动并未立足于绝对的“禁”。这一方面

是由于建国初新政权文化管理层认识到，“单纯的行政命令禁演……是不对的”③，“许多地方对禁戏漫无

标准，多有过左偏向，或因禁戏过多，使艺人生活困难，或因强迫命令，引起群众不满”④；另一方面，则是

因为新中国成立初在新政权的引导下，作为新型演剧主体的农村业余剧团发展迅猛，从而在更深层次上

触动了传统乡村演剧活动的生成机制，实现了传统乡村演剧生成机制的更新。

三、深层改造：新政权下传统乡村演剧生成机制的更新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民众对演剧的娱乐需求并没有消减。既然乡村民众的需求未变，新政权便不能

仅仅局限于禁，还须创造出新型的演剧活动来满足乡村民众的需求，并同时达到教育动员他们的目的。

为此，新政权要做的就不是完全摒弃传统乡村演剧的生成机制，而是要对这种生成机制进行改造，以使

乡村演剧不仅能与新社会相适应，而且能持续生成。而改造演剧生成机制的关键则在于将旧演剧“文化

网络”转换成新演剧“文化网络”。

（一）发展新型乡村演剧组织——农村业余剧团

实现乡村演剧“文化网络”由旧到新转换的第一个层面是，发展新型乡村演剧组织——农村业余剧

团，借以取代旧戏班和传统乡村演剧活动的组织者。就基层群众文化组织发展问题，1944年3月，毛泽

东在谈到陕甘宁边区的秧歌“普遍化”时指出：“我看秧歌队可以多组织一些，这个新秧歌队一个乡可以

搞他一个，搞新的内容，一个区搞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不加限制，今年冬天就要这样搞。”⑤中国共产党

夺取全国政权后，在新解放区延续了革命战争时期的这一群众文化政策。正是在这种政策条件下，土改

后，浙东地区农村业余剧团发展极为迅速。截至1952年10月，上虞县已有116个农村业余剧团⑥；截至

同年12月，余姚县已有264个农村业余剧团⑦。农村业余剧团的兴起过程实际上就是旧戏班在乡村的

生存空间被逐渐压缩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农村业余剧团不仅取代了旧戏班，而且一定程度上还扮演

了乡村演剧组织者的角色。在旧时代，戏班社只是表演者，不得不依赖乡村“精英”才能开展活动，其演

出需要乡村“精英”出面邀请、主持，并筹措经费，而新政权下的农村业余剧团不仅是表演者，通常还以演

①《鄞县各地农村中放焰、做戏浪费极大》，《宁波时报》1950年9月1日。

②《鸣鹤等区农民懂了道理，停止做戏投入生产》，《宁波时报》1950年9月14日。

③《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对戏曲节目审定标准的意见（1950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

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93页。

④《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关于全国戏曲工作会议计划的报告（1950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

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

147页。

⑤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7-118页。

⑥《上虞县农村业余剧团情况调查汇报》，宁波市档案馆：1952-4-4-6。

⑦中共余姚县委宣传部：《余姚县农村剧团情况调查》，宁波市档案馆：195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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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组织者的身份出现。例如，宁海白石村剧团成立后，为配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重大政

治运动，排练《揭竿起义》《借红灯》《血海深仇》《刘胡兰》等剧目，在本村月台下广场、花楼庙戏台、桃源村

陈氏宗祠戏台等地方演出，共计40余场，颇有影响①。农村业余剧团取代旧戏班和传统乡村演剧组织者

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在乡村社会编织起新的演剧“文化网络”。

第一，农村业余剧团是“业余”性质的群众文化组织，其成员主要来自乡村社会内部，这就将剧团与

剧团之外的乡村民众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根据1950年12月宁波地委宣传部的报告，该地区农村业余剧

团的成员，“大都以当地小学教师为主”，此外，还有“农会会员、乡村干部、学生、民间艺人、知识青年、妇

女会会员”②。这种人员结构无疑有助于农村业余剧团在乡村社会内部建立广泛的联系。

第二，农村业余剧团通过设置准入门槛和身份区隔在乡村社会编织了一张具有动力机制的关联

网。据1952年有关方面对上虞县8个农村业余剧团的粗略统计，在其成员当中，有共产党员2人、共青

团员31人、劳动模范8人、工人58人、雇农33人、贫农161人、“成分不好的”2人③。另据1952年有关方

面对余姚县264个农村业余剧团的调查，剧团成员共有6168人，其中，“共产党员占0.1%，青年团员占

5%，贫雇农民占52%，手工业者占10%，成分不好的占4%”④。值得注意的是，农村业余剧团中所谓“成

分不好的”人不断被排除到了剧团之外。例如，在上虞县，梁湖乡一村剧团“内部不纯”，以致在演出上造

成恶劣影响，上级发现之后，将“不纯分子”予以清除，解散原有组织，并重新组建剧团⑤。可见，农村业余

剧团的成员主要来自在新社会具有较高政治地位的群体，也就是说，被新政权认可的主流群体在剧团中

居于主导地位，这就使农村业余剧团占据着较高的势位。农村业余剧团所占据的较高势位，有助于它赢

得乡村民众的尊重，同时也有助于它将更多的乡村民众吸引在自己周围，并持续不断地从他们中挑选新

成员。准入门槛和身份区隔赋予农村业余剧团团员身份以重要意义，使团员身份成为一种需要竞争才

能获得的资源，这给农村业余剧团所形成的关联网添设了必要的动力机制。

第三，作为乡村群众组织，农村业余剧团实现了与国家基层政权的紧密连接，从而将乡村演剧“文化

网络”与国家政权体系融合在一起。例如，在1952年的余姚县，农村业余剧团的主要负责人大多由农会

主任或村长担任，民兵、宣传员、行政小组长、文教干事多是剧团成员⑥。又如，在1952年的上虞县，农村

业余剧团的团长一般由乡长兼任，少部分剧团直接隶属于区委，下管剧团由区委宣传干事领导，樟镇剧

团由区委直接掌管⑦。

（二）在农村业余剧团形成的关联网中添加规范和政治元素

实现乡村演剧“文化网络”由旧到新转换的第二个层面，便是在农村业余剧团所形成的关联网中不

断添加规范和政治元素。按照新政权给农村业余剧团的定位，其任务主要是协助新政权开展宣传教育

工作并向本地民众提供娱乐。中央政府明确要求，“群众业余艺术活动，必须密切结合生产，不违背业余

的、自愿的、季节性的原则”⑧。农村业余剧团的任务和工作原则，实际上就是新政权对农村业余剧团的

要求。这种要求曾在实践中比较好地发挥作用，新政权按照这种要求纠正过农村业余剧团出现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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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好演古装大戏等问题①。更值得注意的是，新政权还在乡村演剧“文化网络”中不断添加政治元素。

第一，通过专业文化组织的指导，使政治意识形态渗入农村业余剧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

东曾就“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指出，“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

“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帮助他们，指导他

们”②。这一文艺工作路线在建国后仍得到遵循。1951年，中央政府强调“专业文艺团体必须对群众业

余艺术活动负起指导的责任”③。1953年，嵊县文化馆培训全县4个区40个乡的农村业余剧团骨干时，

向他们传达了省文化局关于农民业余剧团发展方向和任务的报告，介绍了浦口乡堪头村农民葛毛头创

作的密切配合当前中心工作的说唱，同时，还印发了配合总路线宣传的独幕越剧《卖粮》和说唱《不要上

当》《积少成多》各350本④。

第二，通过指派宣传任务，使政治性成为农村业余剧团的鲜明标识。例如，1953年12月19日，鄞县

全县农村业余剧团代表会议召开，历时三天，到会代表89人。会上，代表们听取农村业余剧团应如何为

宣传总路线总任务服务的报告，明确了演出短小精悍的现代剧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的方向，并确定

了到第二年正月底前每个剧团须演出五到十场的宣传任务⑤。

第三，通过党和政府主办的会演，塑造农村业余剧团的政治角色和形象。例如，1951年春节期间，

除定海、象山两县外，宁波专区共有433个农村业余剧团参加会演。会演的程序是从乡会演到区会演，

再到县会演，层层选拔，最后是全专区的会演。鄞县五天会演的观众达一万两千人，该县望春区四天会

演的观众竟达一万四千人⑥。在层级逐步提高、空间范围逐步扩大的戏剧展演中，不仅农村业余剧团成

员对自己的政治角色有了更明确的意识，而且农村业余剧团在乡村民众中的角色形象也变得更加清晰。

（三）新乡村演剧“文化网络”与乡村民众

经过以上两个层面的工作，一个新性质的乡村演剧“文化网络”便得以形成。同传统乡村演剧“文化

网络”一样，新乡村演剧“文化网络”也是乡村民众获取社会地位、威望和荣耀的场域。例如，1952年，上

虞县樟镇剧团不仅被派往各乡开展宣传演出，还直接参与当地的中心工作，“查田定产”时该剧团的大部

分团员被区委安排到14个乡参加相关工作，工作结束后，他们因工作有成绩受到区委书记的表扬⑦。又

如，1953年春，为鼓动农民春耕生产的热情，新昌县梅岙乡西山剧团团长袁明钱组织排练广场剧《生产

座谈会》，并安排该剧在乡农代会开会前演出，受到广泛好评和赞誉⑧。再如，1953年夏，鄞县首建乡久

旱不雨，部分农民急得去求菩萨、迎“龙圣”，没有心思抗旱。首建乡剧团负责人认识到旱情紧急，要求剧

团担当鼓动群众抗旱的任务。剧团中张元棠等八位身强力壮的骨干组成了“车水大队”，用实际行动加

上口头宣传，推动群众克服迷信思想、投身抗旱。他们帮年老的贫农施渭仁车水浇地，河对岸和附近的

群众看到后，便四处宣传剧团团员的抗旱举动⑨。尽管新乡村演剧“文化网络”在性质上不同于传统乡村

演剧“文化网络”，但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民众通过演剧活动对社会地位、威望和荣耀的获取，却与传统乡

村“精英”在演剧领域的权力竞逐，存在某些相似之处。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民众在演剧领域对社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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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威望和荣耀的获取正是演剧活动持续生成的重要机制。

总之，农村业余剧团的兴起过程就是乡村演剧“文化网络”由旧到新的转换过程，同时也是乡村演剧

生成机制由旧到新的转变过程。

结 语

作为中国乡村社会一项根深蒂固的传统，演剧活动业已引起学术界持久的关注，但演剧活动的具体

生成机制却往往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外。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正是因为它能够持存，而其之所以能够持

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建立在稳固的生成机制之上。演剧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被需要和需要关系，固然

是传统乡村演剧生成机制的重要层面，但作为一种分析模式，“被需要和需要”不仅可以用来解释传统乡

村演剧的生成，而且适用于解释传统乡村社会其他诸多事项的生成，因此，这种分析模式的价值便不得

不大打折扣。实际上，演剧组织者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值得重视，演剧活动的组织者——乡村“精

英”群体，在“文化网络”中对权力的追求、获取和展现，正是传统乡村演剧生成机制的另一个重要层面。

这个层面的生成机制在传统乡村社会根深蒂固，因而演剧活动在传统乡村社会也就具有持久的韧性，延

绵不绝。

持续生成、绵延不绝的传统乡村演剧给新旧政权都带来了困扰。面对这种困扰，国民党旧政权运用

现代警察机构和“迷信”话语对传统乡村演剧活动进行压制，但这种压制的成效却是有限的，因为传统乡

村演剧得以生成的机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触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有较强的触动传统乡村演剧

生成机制的意愿，同时也具有这种能力。特别是，新政权通过发展农村业余剧团并在其形成的关联网中

不断添加规范和政治元素，形成了新乡村演剧“文化网络”。乡村民众在新乡村演剧“文化网络”中对社

会地位、威望和荣耀的获取，正是新中国乡村演剧活动持续生成的重要机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

说，新政权更新了乡村演剧的生成机制，从而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使乡村演剧与新社会相适应的目的。

新中国成立后基层政权重构乡村演剧生成机制的实践，可以为当下的乡村文化振兴带来一些启

示。就当前的情形来看，“由于长期以来的发展主义和‘他者’视角，导致有着良好初衷的‘文化下乡’惠

农政策在农村遭到冷遇”，因此，有必要“重新发现群众文化活动”①。在乡村社会内部“重新发现群众文

化活动”的同时，还要做的重要工作是，引导乡村民众围绕文化活动形成紧密的关联网，并不断地向其中

添加规范和象征，使群众文化活动领域成为乡村民众获取社会地位、威望和荣耀的场域。只有如此，乡

村群众文化活动才能拥有绵延不绝的动力，并与党和政府所指引的方向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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